
 

 

 

 

 

 

 

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 

——美国“流散民族认同”与“主权国家认同”的悖论谱系  
 

王韵秋（Wang Yunqiu） 

 

摘要：美国认同的结构性悖论不仅在于“主权国家认同”与“流散民族认同”的表层对立，

更在于优势族群同样处于一种被遮蔽的流散状态——其主权身份恰恰建立在压抑自身流

散性的基础之上。本文从文化政治学视角出发，梳理了这一悖论在美利坚历史中的四重

谱系：建国时期，“英式流散身份”与“美式主权身份”发生错位，盎格鲁裔通过语言标准

化将流散焦虑转化为对底层的规训；19 世纪，在优生学与进化论的加持下，“流散种族

认同”被科学优势论剥夺了主权平等权；20 世纪，垄断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将语言商

品化，制造了“亚流散群体”向上流动的幻象与“主流散群体”固化等级的张力；步入 21世
纪，“主流散群体”因经济与文化上的“双重流散”焦虑爆发，走向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

这一谱系表明，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的合谋不仅制造了不平等的社会结构，还揭示了

边缘族裔的“生存焦虑”与主流群体的“防御性焦虑”在人类心理结构上的深刻同构。流散

因此不再专属被压迫者，而是缠绕着压迫者的隐蔽权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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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uctural paradox of American identity lies not merely in the superficial 
opposition between “sovereign state-identity” and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but fundamentally 
in the fact that the dominant ethnic group itself inhabits a concealed state of diaspora—its 
sovereign identity is predicated precisely on the repression of its own diasporic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litics, this article traces a fourfold genealogy of this paradox in 
American history: first, in the founding era, the dislocation between “English diasporic identity” 
and “American sovereign identity,” where Anglo-Saxons transformed their diasporic anxiety 
into the disciplining of subalterns through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second, in the 19th century, 
under the aegis of eugenics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was stripped of 
sovereign equality by a discourse of scientific superiority; third, in the 20th century,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neoliberalism commodified language, creating a tension between the illusion of 
upward mobility for “sub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and the hierarchical consolidation by 
“super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and fourth,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double diaspora” anxiety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 the superordinate group triggered an explosive,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 This genealogy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llusion of language, race, and capitalism 
not only manufactures unequal social structures but also reveals a profound structural 
isomorphism in human psychology between the “existential anxiety” of marginalized ethnicities 
and the “defensive anxiety” of dominant groups. Consequently, diaspora is no longer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oppressed; it is a latent mechanism of power that entangles the 
oppressors themselves. 
Keywords: Diasporic ethno-identity; Sovereign State-Identity; language; racial capitalism; 
subordinate diasporic groups; defensiv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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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的同一性是最早用来划分族群的要素。20 世纪初期的“语言转向”塑造了全新的认识世界

方式，它既是主权民族国家“统一认同”的基础，也是流散民族“自我认同”的话语实践，更是统

一国家内不同流散群体的话语博弈。全球现代化背景之下，主权国家与流散民族之间的张力也日渐

突出。前者要求各民族对主权国家进行统一的政治心理认同，而后者却是流散民族在主权国家中对

其母国文化传统的认同（Hall, 2019, p. 107）。这便意味着政治与文化、民族与种族之间存在着根

本性矛盾，也力证了认同不仅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或群体产生情感联系的原初形式”（弗洛伊

德, 1998, p. 86），而是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流变中，主权政治与流散文化之间的互动模型。不过，

多数西方学者依旧未能看到在一个种族资本主义为本体的民族国家中，鉴于其本质上的梯度性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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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制，即便是流散民族内部也存在着“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之家的重大区别。在文化学

上，通常将处于权力高位，掌握文化资本的称之为主流文化，而将那些处于边缘地位，却饱受主流

文化压抑的称之为亚文化。文化政治学上的模式不仅可以用来说明国家认同与流散认同之间的模式，

也同样可以用来指涉流散群体自身的政治文化划分，而在语言文化的透镜下，以英语语言文化为主

的（欧裔）群体被置于主流散群体的位置，而亚非拉等流散群体根据其对英语语言文化的熟练度又

可被划分为“次流散群体”或“亚流散群体”。由此可见，流散群体并不能被视为一个光滑、平等

的文化整体，而是内在充满异质与阶级化的文化模型。在全球化盛期建立的美利坚共同体极致演绎

了国家主权认同与流散文化认同、主流散群体认同与亚流散群体认同的层级割裂。这种身份割裂并

非呈现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上，而是植根于“语言认同-种族主义-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之中。正

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亨廷顿对欧美民族认同要素的溯源：语言、种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单一存在

的，也不是两两结合的，而是三者协同并进，甚至勾连起一整套社会运作规则。美利坚正是在制造

劳动分层、资源掠夺、身份排斥、秩序固化的同时，暴露出“主权认同”与“流散认同”之间的深

刻裂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也将进一步揭露美利坚“流散认同”在“亚流散群体”与“主

流散群体”内部的“梯度性”，为流散研究提供深层透视。 

 

一、政治经济传统与语言民族主义 

——建国时期“英式流散身份”与“美式主权身份”的悖论 

尽管美利坚民族的确立是一个相当晚近的事件，但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却是一个与殖民史、流散

史息息相关的问题。这段殖民史也奠定了美利坚殖民身份的盎格鲁性，更定义了其内在的流散性。

当第一批殖民者从“帝国”流散至广袤的北美大陆上时，他们的心理认同仍然归属于“帝国”。他

们将自己视为来自英国的“旅居者”，而非“流散者”（Brah, 1996, p. 179）。但是同时，他们

又深受母国的歧视，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心理上，这种裂痕都不断加深。随着矛盾的加

剧，北美殖民地人民开始思考自己独立的民族身份。不过，心理身份与民族身份并不是始终一致的，

后者特指经济与政治上独立的主权身份，而前者指的是对原生群体的历史文化认同。就此而言，早

期殖民者在情感上的心理体验是“流散”的（Brah, 1996, p. 179），这种心理认同也就与“帝国

身份”发生了冲突。 

需要注意的是，情感的联系不仅仅依赖于一个政治实体的塑型，更需要由语言、文化、习惯、

历史等人文要素作为基础。其中，语言“传达了对现实的建构与塑造，并反映了社会意义、理解、

观点和身份”（Dingley, 2020, p. 412）。因此，解决“流散身份认同”与“主权身份认同”之悖

论的关键就被委任于语言。 

不过，更重要的是，语言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治理工具，更是一种经济占有工具。这一点在北

美殖民者的母国——英国那里已有先例。17 世纪的英国已经逐渐脱离王权统治，走向宪政。这一时

期占据意识形态高位的是资本主义。因此，语言也成为资本的一种间接形式，而让各个群体掌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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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则不仅能够有力推动资本的流动，更能使不同族群文化在经济上认同于资本主义文化，从而

在更广泛的交流与沟通之中获利。因此，随着英国启蒙主义的兴起以及天启信仰的衰微，由神权主

导的拉丁语逐渐让渡于由君权所主导的英格兰语，而在资本主义兴盛的条件下，这种语言又因意识

形态上的世俗性成为能够代表市民社会的语言，并进一步作为一种贸易输出语言在殖民历程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效用。 

对于北美殖民者来说，英语的认同是他们保持“帝国优势认同”的一种方式，而这种优势又是

经由英语语言文化沉淀的阶级、种族优势。因此，他们在文化上延续了英语，却又在众多文化政策

中尤为积极地推行新的语言政策。其中，书面化的盎格鲁语言又是重中之重（Foot, 1996, p. 29）。

因为任何一种语言在从口语转向书面语时都会改变其性质，它必须在语法、拼写、词汇表和发音上

进行标准化，它的词汇范围必须被扩展，以满足新的需求（Hobsbawn, 1996, p. 1072）。对美国建

国初期来说，在语言效用上，书写式的盎格鲁语言相较于结构松散、表述随意的族裔化口头语言更

加精确，也更加符合殖民地法制体系的要求，更能有效地消除不同族裔口语的差异，从而形成一种

认同感（Joseph, 2007, p. 46）。这也相当于在获得独立主权身份的同时，通过复刻英语语言文化

的不平等关系，在新建的主权结构中重新嵌入了这种“等级主义”。换言之，书面语言政策可以一

方面服务于他们对其他少数族裔施行规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他们祛除自身的“流散感”，重新获

得优势。 

但相较于政治身份的统一，早期建国者更迫切的是经济问题，因为美利坚民族国家的独立恰恰

是要从英国重商主义体制中脱离，在经济上制造一个以自由经济体制为主体的，更加“优势”的资

本主义帝国。这一点在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的想关著述中，已经被充分说明。在这种逻辑下，推

行盎格鲁书写语言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在其经济效应。事实上，早期资本主义植根于印刷业，

而恰恰是英语文献的大规模流通催生了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产业。以安德森的观点来看，北美殖民

地的印刷资本业为了追求利润，出版了大量文献，一方面，由于印刷物的文字效应压缩了空间，从

而使得远在他乡的英裔移民仍旧能够通过书写语言感到自己与旧大陆之间存在着文明联系，另一方

面，印刷制品又重新塑造了一种具有共同归属感的“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2006, p. 78）。

这种心理上的“悖谬式”需求又反过来推动了出版业与印刷业发展，为资本主义赢得大量利润，成

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一个新的主权政治中以新的形式崛起的助推剂。 

18 世纪开始，欧洲民族运动如火如荼，语言作为一种天然的文化符号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了

一起。这个时候，美利坚以英语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目标在于对外输出一种标准化语言，从而在国

际政治体系中维系其优势位置，对内则推行一种梯度化的语言统治，从而在“自由、民主、平等”

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中稳固盎格鲁种族的主权地位。1775-1871 年间，尽管有不少多元民族主义政

策颁布，但在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控制北美国家的主要民族因素仍旧是“盎格鲁-撒克逊气

质的”（Stuart, 1988, pp. xii）。因此，尽管在政治认知范畴内，他们将一部分情感投入到一种以

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上，但是，在语言认知范畴内，他们则将其余的情感投射于一种以帝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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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遗传优越性原则”（Anderson, 2006, p. 150）的语言民族主义。这也就造成了美利坚身份认

同上的第一道裂痕，即尽管实现了一种主权统治，但美式主权国家认同的塑型却是建立在相对于英

国的流散民族认同之上。不过，随着主权国家身份的加强以及奴隶制的历史推进，早期的这种英式

流散身份认同及相应的焦虑最终被转移到了主权国家结构的“底层”，即那些被奴役的亚非拉流散

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转移至结构“底层”的流散性，并未在盎格鲁裔的集体无意识中彻底

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深层的“防御性焦虑”。早期殖民者从“帝国”被剥离的生存焦虑，经过独

立战争的置换，内化为对新生主权国家边界脆弱性的恐惧。为了掩盖这种被压抑的流散性，他们必

须通过语言同化和制度规训，不断向内确认自身的绝对中心地位，并将任何非盎格鲁文化的存在视

为对这一脆弱主权的威胁，从而表现出对多元文化持久且非理性的排斥。由此跟进的也是语言与资

本主义在另一历史阶段的另一层逻辑。 

 

二、种族主义、优势论与语言的本土化 

——19世纪“流散种族认同”与“主权民族认同”的悖论 

独立战争爆发的前几年，美利坚共同体对自己的身份界定从“英帝国领土范围”开始转向了

“自由帝国”（Johnson, 2006, p. 99）。不过，正如福柯所言：17世纪往后的战争历史话语在表

面上是国家的，但在隐性机制上却是种族的（福柯, 1999, p. 239），因此，“自由帝国”实际上

的主权政治并非是各种族的，而是盎格鲁单一民族的。结合语言视野来看，美利坚共同体的语言文

化认同在复刻了英裔白人“优势心理认同”的同时，更复刻了这个社会心理机制背后隐含着的社会

关系。这不仅推动了早期“平等性”政治想象转向了资本主义的“梯度性”现实，也反映了美利坚

共同体“社会平等原则和日常系统性歧视之间的紧张关系”（Gaertner, 2005, p. 617）。在此基础

上，原先北美殖民者产生的“流散感”也转移到了被大规模作为劳动力而奴役的亚非拉流散群体身

上。 

相比合法移民问题的滞后，19 世纪美利坚共同体的政治经济问题也是流散居民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约有 1000万至 2000万非洲人被贩卖至美洲 (Arthur, 2008, p. 1) 。

1807年之后，美国停止了奴隶贸易，但是，直到 19世纪中叶，南方奴隶仍旧发挥着核心作用。彼时

的棉花是全球迫切需要的大宗商品，它带动了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工厂。因此，奴隶制对美国来

说是一笔很好的生意和投资。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全面来临，美国经济规模日渐庞大且不断增长，

它对经济类别的依赖也不再是奴隶制，因此，南方奴隶主的领土也必然面临着被新经济模式征用的

命运。内战之后，美国从宪法上废除了奴隶制，但是各州颁布的禁令、法案却将这些刚刚被归入公

民的黑人流散群体驱逐至社会最底层，从南方来到北方工厂的黑人也迅速成为新的被剥削群体。如

此一来，一方面，黑人流散群体脱离了奴隶的身份，拥有了“自由人”与“公民”的民族国家身份，

但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他们却被排除在美利坚民族国家自由、平等的宪法原则之外。可以毫不夸

张的说，在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等级、国家与民族之间，这些黑人流散群体的心理在确立自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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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亦经历了认同的分裂(Wright, 2001, p. 199)。也就是说，即便“流散民族”获得了主权身

份，也无法真正像“主权民族”那样与主权国家产生“优势”认同，而仅仅是“劣势”认同。 

从上不难看出，19 世纪的美利坚共同体在身份认同上具有“流散种族身份”与主权国家身份之

间的不一致。不过，更需注意的是经济问题的介入。尽管资本主义在新大陆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但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与前资本主义的战争、资源危机、社会冲突割裂”（Robinson, 1983, 

p. 9），因此，基于经济目的，美利坚民族国家的认同方式也无法与盎格鲁白人民族国家割裂。这

种经济身份也侧面导致了主权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肯定了“英国人、新教徒、白种人以及来自北欧的

人种才是真正的美国”（穆勒, 2008, p. 31）。但如果说，建国时期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身份上从

“帝国流散者”转向“自由帝国的主权者”，那么可以说，19 世纪的重心在于如何在民族与国家的

身份同一性中保持盎格鲁裔的优越心理与优势社会地位。 

进一步论之，美利坚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心理动力不再是 18世纪主权、领土等政治优势论，而

是 19世纪优生学、进化论等新兴知识带来的科学优势论。史密斯（1981）认为，“从英国到新大陆

的空间变迁不仅意味着一种史诗般的旅行，更意味着致力于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为

个人自由和进步提供的机会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优越”（Smith, 1981, p. 230）。事实上，当美

国革命者拒绝英国的专制主义时，他们并不否定欧洲文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启蒙评论家

那里得到了这样一种“科学”意见：“英国政权是文明世界中最自由、最繁荣和最进步的”（Onuf, 

2011, p. 18）。因此，一方面，他们反对与英国在政治主权上混为一谈，试图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

另一方面，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又在科学主义的知识结构中与欧洲文明产生了进步论上的

心理认同。例如，当时的社会决定论就预设了社会现实决定人的生物属性，“如果不平等，他就不

是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被排除在外。显然，黑人并不平等。因此，他被排除在外是自然和不可避免

的”（Smith, 1981, p. 235）。当“现实就是合理”的社会逻辑与科学进步主义联合在一起，19 世

纪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就转而成为了民族生物学，即优势民族的表达方式。然而，如果英语被赋予

了一定的民族优越性，那么在所有主权领土上使用这种语言的“非我族类”则会被隐秘地擢升为

“与我同族”。这符合美利坚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不符合内部民族（尤指盎格鲁裔）的社会心理

机制，即优势心理。 

无疑，英语是美利坚与英国历史渊源的遗产，这种语言民族主义又使得他们遵从于盎格鲁-撒克

逊部分的行为和态度规范（Smith, 1981, p. 232）。这便反向引起了他们内在的“主权国家身份”

与“英帝国身份”的矛盾，并在社会与个体层面潜伏了身份断裂的危机。因此，从文化自主性层面

来看，美国的英语必须在保持文化历史属性的基础之上生产符合新民族国家的语言。最早在美国提

出“民族国家语言方案”的是第二任总统约翰·史密斯。他为了解决多民族矛盾，主张在文化、教

育、行政等各个体系推行一种修正过的英语。这种英语要在语用上能够与历史产生联系，又要有其

不同于英语的特点。史密斯总统的政策也推动了一批语言学家从语音、语调、语义、甚至句法上对

英语的“美国化”。但这一政策让英语明显偏离了盎格鲁语用规范（蔡永良, 2007, p. 107），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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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拼写上，defence（英）被拼写为defense（美），metre（英）被拼写为meter（美），realise（英）

被拼写为 realize（美）。事实上，从“新英格兰”到“美利坚”的名称变换本身，就是一次掩蔽流

散性的身份重写：对欧洲母国而言，他们是流散者；对美洲大陆而言，他们则强行置换为主权者。

这种身份的翻转越是彻底，他们就越需要将自身的流散感向外投射。英语的“美国化”不仅是为了

建立统一的政治实体，更是为了在心理层面上斩断与母国的流散羁绊，通过语言符号的篡改来宣告

一种虚幻的、无根的主权起源。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面性：一方面，借助语言的功能学原理可以巩固

一个新兴政权，从而塑造一个统一对外的政治实体（例如，彼时的新领土只有在英语占多数，并通

过普通法后才能被承认为是美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借助语言的人类学原理可以区分不同的阶

级、身份、地位，从而建构一种对内的社会差异。一项有关标准英语的语法社会学调查可以进一步

说明：如果来自密歇根、新英格兰和阿肯色州的母语使用者避免使用社会污名化的语法结构，如双

重否定结构“They didn’t do nothing”（他们什么也不做）、主谓不一致模式“They’s ok”（它

们还好），他们就算有不同的口音，也会被视为标准英语的使用者。反之，他们将被贴上“种族”

的标签（Milroy, 2000, p. 58）。结合上述两个例子来看，英语语言不仅仅是可以塑造爱国热情的

民族主义机制，更可以成为制造种族主义的核心。尤其是从后者层面来看，这实际上恰好符合资本

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原理，换言之，表面上，语言将特定地理区域的人类因素整合成一个连贯的、

自觉的整体，因而是塑造主权国家“统一”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但当它用来作为标记原生情感归

属时，却能作为一种经济资源让一个国家整体中的优势种族占据优势经济。这也尤其表现在 19 世

纪末到 20 世纪全球化加速发展时期的美利坚民族认同之上。 

 

三、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与语言的经济学原理 

——20世纪“亚流散民族认同”与“主流散国家认同”的悖论 

19 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美国的人口、资源、国土、经济、科技都获得了

大幅度提升。大批欧洲、非洲、墨西哥、犹太移民涌入美国。20 世纪伊始，移民人数大幅度增加，

截止到 2000年，移民人口已经达到 9095417 人（Daniels, 2004, p. 224）。有学者就此指出：美国

这种多元文化混杂的事实擘画了这样一幅“美国梦”愿景，即通过共同的努力和密集的社会互动，

旧的种族忠诚会融化，并改革成一个新的、同质的社会”（Hornsey, 2000, p. 145）。不过，也有

学者指出，尽管 20世纪的美国对流散群体采取了更多包容政策，但一些同化策略反而使得社会普遍

存在一种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文化观念（这其中包括他们自己），这种基于文化的心理身份认同

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在一个主权政体内的地位、收入、分配、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权利。可

以说，在“刻意支持包容性原则”的背后，隐藏着一种“相对柔和”的“排他性国家认同”（Devos, 

2014, p. 750）。 

事实上，有资料表示，在“流散群体”中，实际被接受为拥有主权国家合法公民的依旧多是欧

洲人(Arthur, 2008, p. 2)，换言之，即便是流散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合法与非法、欧洲与亚非拉、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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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女性等不同身份的区分。这也说明了流散群体可以按照这种社会、文化、性别，甚至宗教信仰

上的不同被分为更为细致的“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上述学者提到的“隐蔽的排他性”

具体来说也并非是对“主流散群体”而言，而是“主流散群体”对“亚流散群体”在语言、价值观

与制度层面的主导作用。 

不过，这种通过语言表现的排他性政策并非仅仅是文化认同的，因为政策的颁布往往与社会现

实处境紧密相连，而并非是一种心理抚慰。事实上，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法、德、美

等民族国家纷纷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要想获得高额利润就要对外扩张，需要“以

过剩资本在国外进行投资或贷款为形式直接和间接地争夺世界市场”，而如此一来，“劳动力的国

际流动就成为这场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应世昌, 1994, p. 20）因此，垄断资

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结构转型，一方面开始在人口政策上施以手段。对于美国来说，工业

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流动的人力资本，汇率估值和移民流动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政府制定移民政策的

方式，换言之，包容性的政策与排他性政策是以经济学为基本原理的（Shin, 2021, p. 3）。这也

意味着“种族/民族问题是在个人层面与社会层面内嵌于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差异中的社会边界，

移民种族与民族性是国有财富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Painter, 2016, p. 149）。然而，对于移民

政策的颁布又是根据移民国以及移民社会身份来决定的，这样才能迎合垄断资本主义的市场需要。

近来的学界基本认同，主权国家的主流语言对于流散群体来说，是与个人收入、国民生产总值、劳

动力市场等经济要素紧密相连的（Chiswick, 1995, p. 247）。1917年的移民法曾经将年满 16岁以

上不识字的外国人遣返回国，但却留下了美国自身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熟练工人。随着信息时代的来

临，美国对智力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移民政策中则有了对文化、知识的更高要求。 

20 世纪初，语言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是一种重要的知识文化资源；在垄断资本主义语境下则是

“一种可以交换经济利润的东西”（Shina, 2016, p. 443-452）；而在语言、民族与经济的三联关

系中，却是“一种抽象而透明的沟通媒介，可以促进人类资本价值平稳地在民族语言学边界上进行

转移”（Shina, 2016, p. 445）。甚至有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调查显示，在财富占比方面，非英语母

语的移民面临财富劣势，与那些英语熟练者与英语拙劣者相比，他们之间的经济差可以浮动在 6186

到 19306美元之间不等（Painter, 2016, p. 164）。还有调查说明，英语可以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

更高的收入，由此间接影响国家财富，而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可能会影响工资差异（Plaesu, 2010, p. 

296）。 

历史地来看， 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将英语进一步强化为主权认同的方式，试图以此一方面解

决由于移民数量不断增加带来的文化异质性问题，以便构建一个具有共同政治身份的民族国家，另

一方面在国家民族的政治身份框架下对主流散群体、亚流散群体施行层层经济剥削，以便维持美利

坚政治实体的等级特质。一项语言计量学方面的研究指出，在语言掌握上，“亚流散群体”因为受

到政治气候的影响，对语言的适应度不佳，而那些本身母语就是主导语言，或者长期以来已经融入

主流社会的“主流散群体”则不存在这个问题。数据表明，语言熟练度与收入成正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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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wick, 1995, p. 252）。另一个例子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教育法案。为调和语言文化与政治身

份的冲突，美国 1968年颁发了《双语教育法》。然而，到了 20世纪 80年代、90年代，这种温和的

调和方案又因为政治气候变迁遭到了抵制。1994 年颁布的法律使英语成为评估学生进步的一部分

（Gorter, 2017, p. 233）。可见，尽管表面上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语言是目前美国教育界的趋势，

但就英语的“霸权地位”（Gast, 2017, p. 116）而言，双语的使用与教育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即用来缓解“流散民族”（尤其是亚流散群体）与“主权民族”之间因经济分化带来的剧烈冲突，

并进一步在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之间进行梯度性剥削。在这一过程中，语言成为了区分流散等

级的核心度量衡。当“亚流散群体”将英语视为向上流动的工具时，他们同时也在无意识层面内化

了盎格鲁流散群体的文化等级秩序。在此逻辑下，“主流散群体”曾经的历史流散性被彻底洗白，

以“优势文化资本”的形式被自然化、合法化；而“亚流散群体”的流散性则被逆向标记为“语言

障碍”和经济劣势。流散的创伤属性被巧妙地置换为阶级与种族的劣势标签，从而维护了主权认同

的排他性纯洁。 

20 世纪后半叶，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经济生产模式逐渐枯竭，传统现代工业引发的能源、生

态与经济方面的危机越来越显著。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里根政府引入了新自由主义。新自由

主义准备通过无限放大个人利益、减少国家调控，达到一种系统性、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而这

种普遍体系必然是“美国价值”的。在福利国家收缩和风险加剧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美国“大民

族主义”抬头。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扩大了“主权国家认同”，希望借此补偿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秩

序中被削弱的主权，但它又是新自由主义秩序本身的构成元素，在没有后者的情况下，无法发挥自

身作用 (Joppke, 2021, p. 965) 。因此，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与新自由主义是双向互动却又是相互背

离的制动体系。 

对新自由主义来说，“主权国家身份”是一种具有功利性质的“获得性”公民身份，它排斥歧

视性的种族分类，但这种排除只存在于个人层面，即考虑个人做什么，而不是她/他是什么。因此，

接近政治概念的“种族”可以被替换为接近文化心理概念的“流散”。而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会

在其他形式上划分不同的等级，如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其中，认知文化在规训“亚流散群体”

的作用上尤为重要。在认知文化要求方面，“语言和公民知识测试则是一个普遍标准”(Joppke, 

2021, p. 970)。直到 1970年，美国的移民政策中仍有一项规定：要想获得正式公民身份，移民必

须通过英语考试（Hobsbawn, 1996, p. 1069）。进一步来说，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语言行使的是

“一种由其意识形态特征所支持的社会政治功能（Dunmire, 2019, p. 6）。但对于以经济为特征的

新自由主义来说，语言更是“一种商品化技巧，一个被纳入人力资本发展项目的方式”（Shina, 

2016, p. 445）。 

新自由主义话语维持了英语的文化意识形态，也掩盖了一个事实：“个人的努力和成功对于寻

求经济安全或社会流动的当代美国来说是重要和必要的，但这却依旧远远不够。”（Warriner, 2016, 

p. 506）一项对美国西部成人 ESL项目（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的调查分析显示：“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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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评估制度可能无法提供学习者实际需要的技能。相反，因为受到重视个人主义和精英统治的

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文本和谈话都限制了成年（亚）流散英语学习群体的身份认同想象”

（Warriner, 2016, p. 498）。可见，新自由主义一方面通过语言的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依靠努力与

技艺来获取“政治主权身份”的认知系统，另一方面，又通过语言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细密分层来排

除“主流散群体”与“亚流散群体”。正是通过这种认同悖论的策略，新自由主义甚至扭转了那些

“亚流散群体”的认同逻辑，即如果他们不“成功”，那是由于缺乏动力或努力工作，而不是什么

其他原因，因为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提供给他们足够的机遇。 

 

四、后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语言的差异化 

——迈向 21世纪美利坚共同体的身份悖论 

步入 21世纪，新自由主义不但没有退潮，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新自由

主义服务于阶级主义与种族主义，但是其对个体主义、个人奋斗以及经济利益的崇尚也使得一部分

工人阶级英裔白人在社会处境中不断下沉。这导致美国的英裔白人（尤其是“主流散群体”）在潜

意识中形成一种受害者心理，他们也因此将问题归咎于“亚流散群体”，从而鼓励了暗潮汹涌的民

族主义和种族主义（Brunello, 2021, p. 24）。深入探究可知，21世纪美国“主流散群体”的焦虑

本质上是“双重流散”的叠加爆发。一是经济流散——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部分底层白人

群体被资本的跨国流动甩出安全区，遭遇了实质性的阶级剥夺；二是文化流散——“亚流散群体”

人口比例的持续增长，使得盎格鲁文化在公共空间逐渐“去中心化”。当他们建国以来被刻意压抑

的历史流散性与当下新产生的经济、文化流散性相叠加时，其潜意识中的“防御性焦虑”便达到了

临界点，最终转化为极端的排他性民族主义与“白人至上”的政治狂热。 

与此同时，由于 20世纪的移民政策， 21世纪的“主流散群体”人口占比开始下降，而“亚流

散群体”人口比例持续增长。权威数据显示：21世纪初以来，亚洲（印度、中国、菲律宾） 移民成

为增长最快的群体。2022年，约有 1060万居住在美国的移民出生于墨西哥，占美国所有移民总数的

23%。其余分布于印度（6%）、中国（5%）、菲律宾（4%）及萨尔瓦多（3%）（Moslimani, 2024）。

这一方面说明 21世纪的美国呈现出流散群体增长的状态，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一个流散群体的整

体内部，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也呈现出不同的“亚文化”差异，并进一步区分出了“亚流

散群体”。 

为了避免身份认同撕裂而导致的国家分裂，美国政府加强了对美国公民的语言文化认知培养。

2001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规定“英语专业能力有限的学生必须达到与英语

学生相同的英语水平，并在所有领域达到相同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还需测量年度进展，并需要

全州范围内的标准化测试”（Gorter, 2017, p. 233）。在这一政策的施行下，双语课程的数量大大

减少，大多数双语“英语学习者”必须以英语为目标。这表面上是一个语言政策，却无异于再度将

盎格鲁文化视为唯一的民族国家认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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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事件之后，美国因受恐怖主义的威胁而进入“强烈的国家认同、不确定性和情绪主义时

期”（Li Q., &M. B. Brewer, 2004, p. 729），这时的民族主义概念也比任何一个时期强调“毫

无疑问的忠诚和假定的阶级优越感”（Bush, 2003, p. 210）。在民族主义回潮的背景下，美国出

于国防需要于 2006年发布了“国家安全语言计划”，“计划”在语言教育中加入阿拉伯语、汉语、

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小语种的学习，但这种多元语言教育背后却是

国防战略与英裔沙文主义的接驳。因为，尽管美国政府未曾强制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但州政府却可

以出台相关政策。以亚利桑那州为例，2006 年，第 103 号提案就将英语指定为亚利桑那州的官方语

言（Ullman, 2012, p. 459）。这种“阴阳语言政策”在其他州也并不少见。这也能够说明，在美

国的政体之中，双语法案、多语政策的相继施行并不意味着美国从实质性层面采取了开放包容的多

元文化主义，而是意味着“种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强有力的“排他群

体”。 

2008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验证了语言文化认知背后的种族主义矛盾。在奥巴马当选后，有研究显

示，这不但没有说明种族主义的消亡，相反，奥巴马所受的国民身份质疑却说明了主权国家身份与

种族主义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联系紧密，只不过它的手段与形式发生了改变，如通过语言、

人种、出生地的区分重构了美国于 19世纪确立起来的统治模式，并进一步维护了那些处于统治阶级

的白人地位（Devos, 2014, p. 214-226）。在后一层面，也有案例明示，奥巴马时代的语言政策尤

其支持“美国非裔英语”（AAE）的使用，因为使用这种语言能巧妙融合主流群体与非裔流散群体

两种文化模式，并进一步为这两种表达形式赋予合法性。不过，问题是，AAE 的使用是与标准英语

形成对比的。有埃博尼克语支持者（Ebonics 是 AAE 的狭义提法，包含非洲流散黑人的语言传统，

更具有流散认同意味）就认为，对于 AAE 的保护与支持反而会将其纳入“标准英语矫正”的行列，

并不利于主流群体对流散群体文化独立的认同（Flores, 2015, p. 163）。 

2016 年以来，特朗普右翼政府的（大）民族主义回潮，更是为本来就浮动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

的种族主义推波助澜。尽管不少学者将这一现象归咎为“政治正确”的矫枉过正以及白人经济地位

的逐年下降，但从深层次来看，由于资本主义在逻辑上依赖于种族主义（Go, 2021, p. 43），因此

本次的民族主义回潮不过是美国资本主义转型的再一次表现。更需要注意的是，从特朗普“美国优

先”“白人至上”“遣返移民”等政策之中可以看出，美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中的“大民族主义者”

具有明显的 “梯度性”特质：“主权民族-流散民族-亚流散民族”已经成为特朗普时期的基本认同

秩序。 

2020年的拜等政府登台后，民族主义叙事和议程继续蓬勃发展（Soborski, 2021, p. 138）。这

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和排他行为，从而使民众更难信服他们真的“合众为一”。 随着新冠疫情的结

束，美国为了捍卫国际霸权地位彻底单方面脱离全球事务（Mario, 2021, p. 486），而英国、加拿

大以及澳大利亚等英语语言国家也借机呈现出与美国的联动趋势。这一跨区域话语整合背后的动力

不仅仅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利益，更是语言文化在历史与民族上的统一性。就此，一些学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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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盎格鲁身份”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基于共享群体内的依恋”，把自己视为美利坚合众

国的主权公民，与流散群体共享主权身份，另一方面，又在语言、种族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处产生了

一种“基于本质主义优越形式的群体骄傲”（Li Q., &M. B. Brewer, 2004, p. 730），这种本质

主义让他们更容易跨越国家边界，在语言、文化以及经济的历史中寻找共同的“优势身份”，而不

仅仅是在国内与“亚流散群体”共享“普遍身份”。 

2024 年，特朗普再次胜选，获胜之后的特朗普宣布沿用关税、驱逐非法移民、维护传统性别与

白人群体等一系列保守主义措施。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在政治与经济上更加保守。同样，这也不仅

仅预示着，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裂将愈加严重，更预示了民族、自由、平等的理念将与社会

现实再度割裂。事实上，在“流散身份”与“主权身份”的悖谬被拉至极限的 21世纪，美国的“排

他主义”不仅根深蒂固，更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即不再只是通过强制的“文化同化”来实行，而

是通过“扩大差异”而实现。有学者调查指出，首届特朗普政府曾经在亚利桑那州等非英语母语占

大多数的地方推行过英语与母语并进的语言教育政策，但他最为支持的仍是英语语言教育（任显楷

等, 2018, pp. 62-78）。虽然，语言多样化表面上体现出美国“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但却不可忽

略，在一个以政治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冲突严重的国度，社会多样性也会成为用来放大差异的

工具。 

 

结语 

语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更是这个民族的社会秩序、地位以及认知的结

构底色。作为这一结构的社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种族主义也随之暴露出来。纵观美利坚的历

史进程，其身份认同的悖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为一种层层递进、自我繁衍的“悖论语系”。 

在建国时期，悖论体现为“英式流散者”与“美式主权者”的身份错位，语言成为了转移焦虑

的工具；到了 19世纪，悖论演化为“科学优势论”与“流散种族劣等论”的共谋，语言成为了制造

种族隔离的标尺；进入 20 世纪，悖论转化为新自由主义语境下“亚流散群体”的向上流动幻象与

“主流散群体”的梯度剥削，语言沦为了被商品化的人力资本；而迈向 21世纪，悖论最终走向反噬

——当“主流散群体”在全球化中被抛入“双重流散”的现实处境时，其历史上长期被压抑的流散

焦虑与当下的阶级焦虑叠加，最终以极端排他性民族主义的形式爆发。在这个语系中，美国的种族

主义不仅仅是“主权群体”对“流散群体”的排他，更是“主流散群体”对“亚流散群体”的二次

规训；但这绝不是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自由民主”的制度性瑕疵，而是语言、资本与

权力相互咬合的系统性症候。 

流散不仅是边缘者的生存方式，也是中心者的隐蔽姿态。在国家主权与流散文化的张力中，优

势族群的流散意识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经由制度、经济与文化的多重运作，转化为一种“压制他者

流散性的权力”。这一发现，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流散研究的基本预设——流散不专属于被压迫者，

它同样缠绕着压迫者；族裔群体流散的“生存焦虑”与主流群体反向流散的“防御性焦虑”，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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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心理结构的深处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厘清这一悖论语系，不仅能为美利坚共同体的身份撕裂提供

深层透视，更将为当下的流散研究与批判理论提供一种跨越权力位阶的全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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